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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对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之 

化工冶金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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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攀西地区是我国矿产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钒钛磁铁矿是一种典型的多金

属共伴生铁矿资源，具有极高的综合利用价值。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现中国科学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参与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和

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特别是首任所长叶渚沛院士长期致力于该方面工作。在 1978 年全国

科学大会上，攀枝花矿被确定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在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方毅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集中全国科技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开启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资源综合利用的科技“大会战”。本文重点回顾了中国科学院（后简称中科院）作为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对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之化工冶金研究的历史（1958—2001），分

析了中科院在我国当代重大矿产资源开发科技攻关中发挥的作用，反映出过程工程研究所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科技攻关的历程、成果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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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攀枝花、西昌地区（以下简称“攀西地区”）

是中国乃至世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是

我国第二大铁矿区，蕴藏着上百亿吨的钒钛磁铁

矿资源，钒资源储量占中国的 52%，钛资源储量

占中国的 95%，同时还伴生有钴、铬、镓、钪等

10多种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利用价值极高[1]。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与毛泽东主席“大三

线”建设的决策密切相关，是毛泽东基于当时国

内外形势而作出的在西南地区建设新的钢铁基地 

的重大决策。从 1958年攀枝花矿开发和钢铁基地

建设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到 1964年酝酿“三五”计

划过程中被重新提出来，毛泽东主席经过深思熟

虑，提出“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和部署，筹

划建设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正处在金沙江畔渡口地

区的“大三线”范围内。1964 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会

议讨论“三五”计划，作出集中力量进行“大三线”

建设的决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

划工作会上宣布了“大三线”建设的目标，提出要

用 7~8 年时间在攀枝花地区初步建立起一个包括

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部门的工业基地[2]， 



382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13(4): 381-391 (2021) 

  

 

开启了正式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进程。经过深

入调研讨论，中央最后确定在渡口市（攀枝花

市曾用名）弄弄坪作为攀枝花钢铁厂的厂址，

1965 年开始建设。 

由于地理条件和钒钛磁铁矿产资源的特殊

性，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工程，其在中国当代钢铁工业与技术史上有着特

殊意义。攀西地区各矿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矿

产资源的探明、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钒钛磁铁矿

开发和冶炼的一系列核心技术问题的解决，这是

在自力更生的理念下进行产学研协同攻关的结

果。自 1958年开始围绕钒钛磁铁矿与国内有关单

位合作进行选矿、冶炼试验的研究至今，中国科

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始终围绕钒钛磁铁

矿核心关键问题开展科技攻坚并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当时中科院的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北京化

工冶金研究所、长沙矿冶研究所等单位先后派出

许多科学家和技术骨干投身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工作中。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是三线建设史中的重

要事件，此前相关的研究大都以回顾攀钢基地的

三线建设为主题，对其建设史和精神文化进行了

探讨[2-4]。在科技史方面，刘洋对三线建设时期攀

枝花矿冶炼技术攻关中的非技术因素进行了较系

统的研究[5]，周传典作为亲身经历者，回顾了早

期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试验[6]以及方毅对攀枝花钢

铁基地建设的关怀[7]。而中科院作为深度参与攀

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的重要单位之

一，还原和讨论其参与其中的历史和作用，对于

深入了解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基于国家重要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的科技攻关的发展历程有重要意

义。本文通过利用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现过

程工程研究所）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回顾化工

冶金研究所参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

的科技攻关的历程，展示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承担我国复杂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难题研究的

史实，从而反映中科院作为国家科技力量在我国

当代重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科技攻关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 

1  叶渚沛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工艺

方案的提出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技术攻关，在

早期得益于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创建人叶渚沛

先生（1902—1971）的大力推动。叶渚沛是著名

的冶金学家，20 世纪 40 年代受聘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任科学组副组长，并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任经济事务官。新中国成立后，叶渚沛回

到祖国，被任命为重工业部顾问，后调到中国科

学院担任学术秘书，1955年当选中科院技术科学

部学部委员（院士），1958 年中国科学院化工冶

金研究所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首任所长。建所

之初，他确立了五方面的研究任务：①强化高炉

冶炼过程；②流态化焙烧；③湿法冶金；④转炉

炼钢中的问题；⑤复杂矿的综合利用。对于复杂

矿的综合利用，主要是针对国家急需开发利用的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包头含稀土铁矿、金川硫化

铜镍矿三大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新冶炼工艺流程的

研发，以及某些丰产资源（如钒、钛、稀土）和

镍、钴、铜等的分离提取新方法和综合利用，进

行了大量的应用基础研究和新工艺流程开发[8]。 

叶渚沛为攀钢钒钛磁铁矿主要冶炼工艺的确

定起到了引领方向的作用。他回国之后率先对钢

铁冶金过程最主要的新技术提出了方向性的预

见，主要包括“三高”炼铁新工艺、氧气顶吹转

炉炼钢以及连续铸钢。在他的倡导和直接推动下，

我国从 1955年之后开始进行“三高”炼铁新工艺

和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的研发，这为后来攀枝花钢

铁基地冶炼工艺的设计打下了基础。1958年化工

冶金研究所成立，此时正值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

的工业化利用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叶渚沛将攀

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工艺流程研发作为研究所主

攻方向之一，结合“三高”炼铁和氧气顶吹转炉

炼钢新工艺的研发成果，带领研究所参与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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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针对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冶炼的探索性

试验研究。攀钢设计的炼铁高炉采用了他提出的

“三高”炼铁新工艺中的“高压炉顶”和“高风温”新

技术，并适度采用了高温蒸汽以降低炉渣黏度，

炼钢采用了“氧气顶吹转炉”技术。在 1971年 3月

3 日致毛泽东主席的函中他这样写道，“面对这种

挑战，我所工作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

自己的力量成功解决了渡口高钛渣问题。用蒸汽

控制 25%二氧化钛矿渣的流动性是冶金史上史无

前例，是我所青年工作者对祖国创造性的贡献。”[9] 

“渡口钢铁厂的设计主要是基于我们所研究的过

程。”[9]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在炼钢工艺上曾有

平炉和氧气转炉之争，大型平炉因其较氧气转炉

更成熟而被认为是优先发展的方向，叶渚沛从技

术和经济等方面出发，最早提出应该在中国大力

发展新兴的氧气转炉，他的观点得到了 1955年来

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的支持，

在其影响下他于 1955年 9月发表文章《论在中国

采用吹氧转炉方法炼钢问题》，主张发展氧气转炉

新技术并对其在我国的发展做了经济性讨论。同

年，在全国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会议上，叶渚沛

提交了《转炉炼钢的新发展及其理论》规划意见

书，1956年 11月他与冶金工业部钢铁综合研究所

就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研究问题形成书面意见呈送

给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在他的推动下，“氧气顶吹

转炉炼钢”项目于 1956年被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规

划[9]。1958 年化工冶金研究所成立之后，转炉炼

钢也成为研究所主要研究题目之一，1959年，叶

渚沛带领化工冶金研究所科研人员对“攀枝花含

钒铁水炼钢提钒工艺新流程”进行了系统的应用

研究。在国内首先采取氧气转炉处理攀枝花含钒

铁水，以代替当时国内外传统的空气转炉吹钒法。

先后在 0.3 t、1.5 t氧气顶吹转炉上进行了含钒铁

水吹钒及半成品炼钢的试验研究。此项成果为攀

钢第一期建设工程提供了依据和参考[8]，并为 20

世纪 70年代西昌 410厂的工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

科学技术基础[9] 。在 1958—1962 年化工冶金研

究所 300kg 及 1.5t 氧气顶吹转炉组织中间试验的

基础上，经主持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批准，

在石景山钢铁公司（现首钢）建立 17.5 m3（30 t）

高炉，于 1964年建成并投产[9]。 

“三高”炼铁是叶渚沛大力主张的另一项重要

钢铁新工艺，即高压炉顶操作、鼓风的高湿度和

高温预热相结合的高炉炼铁，目的是显著提高炼

铁产能，降低燃耗。叶渚沛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受气体工程师奈尔逊（Neilson）关于高炉热风理

论的启发，开始关注利用高压鼓风而提高冶炼效

率的可能性，后来受美国、苏联和德国的高炉加

压和富氧鼓风新思路的影响，在 1949年底开始形

成了“三高”冶炼新方法的轮廓[10]。1950年他在

鞍钢的报告中便建议采用“三高”炼铁，他认为

这是最符合我国具体情况和发展趋势的[11]。1956

年 8 月，中科院与冶金工业部就筹建科学研究用

15 m3高炉问题座谈，并达成协议上报国务院，同

年获批在石景山钢铁公司建设 17.5 m3 的试验高

炉（即石钢 018 车间）[8,9]。从 1958 年高炉建立

到 1962年，叶渚沛带领的化工冶金研究所与石景

山钢铁公司合作进行高压高湿度和高预热鼓风的

系统组合试验，与数学研究所合作对冶炼进行数

理分析，获得了关于顶压、湿度和风温等因素对

于高炉产量和焦比的定量影响，并找出最佳组合，

为之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高炉冶炼工艺的研究

在理论上打下了基础[11] ,如图 1 所示。1963 年叶

渚沛大胆提出采用“三高一喷（石灰）”新工艺解

决高炉冶炼问题，他领导化工冶金研究所先后在

11 m3/28 m3/17.5 m3三种不同规模的高炉进行试

验，结果表明“三高一喷（石灰）”工艺可以做到

渣铁畅流，不发生悬料崩料现象，钒的回收率达

到 70%以上，铁中含硫全部合格[9]。 

1964年 5—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其中

讨论“三五”计划是重要议题之一，会议决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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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集中力量进行“大三线”建设[2]。随着中央“大

三线”建设决策的出台，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正

式提上日程。从 1965年开始，冶金工业部在承德

集中优势力量开展了攀枝花钒钛铁矿高炉冶炼试

验工作。1965年 9月，叶渚沛代表化工冶金研究

所提出了《攀枝花钒钛铁矿的合理利用与钢铁基

地建设流程方案的探讨》，主张采用“矮胖式中型

高炉炼铁→氧气顶吹转炉吹钒炼钢→连续铸钢”

工艺流程。方案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李井泉、国

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的支持，并决定由国家科

委、计委拨款 2500 万元，委托化工冶金研究所

负责设计，在昆明建设 350 m3矮胖高炉。由叶渚

沛领导，组织专业队伍，历时一年多完成了“350 

m3三高矮胖高炉”的设计任务，后因“文革”而

被迫中断[8]。 

 

图 1  1965 年叶渚沛到石钢指导 17.5 m3 高炉攀枝花矿 

试验 

（注：该图为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综合档案室珍藏资料） 

 

实际上，冶金工业部承德工作组提出了与化

工冶金研究所不同的方案，即炼铁主张采用大型

普通高炉精矿入炉，炼钢吹钒主张采用双联法而

不是同炉方案[12]。虽然攀钢一期建设最终设计更

倾向于冶金工业部的方案，即采用 1000 m3 大型

高炉而非中型矮胖型高炉炼铁，120 t氧气顶吹转

炉进行双联提钒炼钢而非同炉方案[13]，但“三高”

炼铁和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这两项基本的核心工艺

在当时得到了应用，不能不说叶渚沛从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积极倡导的在钢铁冶炼核心技术上前

瞻性研发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化工冶金研究所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

设（1958—1966） 

实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是我国几代

科技工作者持续攻坚的科技难题之一。因此，围

绕该矿特点研发自主创新的高炉冶炼技术是攀枝

花钢铁基地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以

1964 年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正式提上日程为节

点，分成两个阶段开展了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

炉冶炼密切相关的试验研究工作。 

1964 年之前是相关试验的最初阶段。1956

年，因钛合金在国防制造中在材料性能上的优越

性和我国钛铁矿资源的发现，在国务院科学规划

委员会组织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纲要》中，钛冶金及其合金被列为五十

七项重要科技任务之一[14]。1958年，随着西南地

质局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详细勘探报告的完成，攀

枝花铁矿不同矿区的矿样被送至地质和冶金工业

部门的相关单位，围绕其选矿和炼铁问题开展了

最早的试验研究[15]。苏联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在早

期阶段参与了这一工作，但苏联方面得出的结论

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在高炉冶炼时渣铁不分，不

能出铁[15]。 

这一时期中科院化工冶金所的工作主要在

于最初的冶炼试验方面。化工冶金研究所与冶

金工业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合作，在该院的

0.5 m3小高炉进行了攀枝花原矿冶炼试验；中科

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在该所的 0.9 m3小高炉

也进行了攀枝花原矿冶炼试验，分别取得一定

成果 [5]。1959 年 10 月 15 日，冶金工业部决定

在石景山钢铁公司 11 m3 小高炉进行攀枝花钒

钛铁矿冶炼试验，该冶炼试验计划是由化工冶

金研究所负责召集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上海冶

金陶瓷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拟定的 [16]。在小高炉

冶炼试验完成之后，考虑到小高炉与大高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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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条件有较大差别，还需要进一步在更大的

高炉进行冶炼试验。 

1964年，党中央、国务院将攀枝花钢铁基地

建设被提上正式日程，攀枝花高含钛的铁矿冶炼

及其工业化仍然是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为此，

冶金工业部于 1964 年成立了攀枝花铁矿冶炼及

综合利用科学研究的技术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

西南钢铁研究院、化工冶金研究所、鞍山焦化耐

火材料设计研究院、地质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北京有

色金属研究总院等单位。国家科委于 1965年将“攀

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冶炼技术及其综合利用”增设

为《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重点研

究项目[5]。这标志着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的试

验研究进入了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大规模

联合科技攻关阶段。由于三线建设的战略地位，

这一时期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与科技攻关备受党

和国家领导人关注，毛泽东主席曾说“攀枝花建不

成，我睡不好觉。”[17]  

为了争取时间，攀枝花铁矿冶炼及综合利

用科学研究的技术领导小组决定，在西昌 410

厂 28 m3高炉建成之前，计划先运出 5000 t 西昌

太和铁矿的矿石，由中科院在北京分别用

17.5 m3及 1 m3的试验高炉进行原矿和精矿的冶

炼试验 [18]。1965 年，国务院副总理李井泉视察

了化工冶金研究所在 17.5 m3高炉进行的攀枝花

矿冶炼试验情况。 

这一时期冶金工业部组织有关单位开展了攀

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选矿、烧结、高炉冶炼的大规

模科学试验，炼铁和炼钢问题是化工冶金研究所

参与科技攻关的重点。1965—1967年，炼铁试验

分别在承德钢铁厂、西昌 410 厂和石景山钢铁公

司展开。1965年化工冶金研究所首先在石景山 17.5 

m3 高炉进行了 50 天的太和原矿冶炼试验，采用

“三高一喷”新技术，解决了高钛渣冶炼的高炉顺

行，渣铁畅流和生铁合格的问题，所产生铁成分 

基本上可满足氧气顶吹炼钢和吹钒渣的要求，

但也存在铁损大和钒回收率低等问题 [12]。与此

同时，冶金工业部承德工作组进行了 100 m3高

炉精矿模拟试验，渣中二氧化钛含量，由承德

矿阶段的 20%左右提高到全模拟阶段的 35%左

右，但生铁未达到全部稳定合格，同时存在铁

损大、钒回收率低、顺行等问题。值得一提的

是，承德试验与石景山试验在是否采用“三高”

技术中的高蒸汽问题上有分歧，冶金工业部承

德试验组认为可以不采用高蒸汽，在试验中仅

做了一天的高蒸汽对比试验 [12]。1965 年 10 月，

基于两地试验，国家科委、冶金工业部和中科

院共同组织召开了攀枝花矿综合利用试验工作

经验交流会，冶金工业部承德工作组和中科院

化工冶金研究所在会上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

攀枝花炼铁技术方案。 

为考量和处理冶炼技术方案的不同意见，

1965年会议后冶金工业部组织了西昌 28 m3高炉

的验证工业试验，并和石景山钢铁公司共同组织

516 m3高炉的生产性工业试验，化工冶金研究所

均为两次试验的参加单位（表 1），两次试验改善

了技术经济指标，使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精矿初

步获得成功[15]。在高炉试验的同时，化工冶金研

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了攀枝花矿冶金过程的

物理化学研究，化工冶金研究所于 1969 年还在

17.5 m3高炉上进行了高硫焦的补充试验。可以说，

上述高炉的逐级放大试验和与之相关的冶金过程

研究的科技攻关，成功解决了世界上长期以来没

有解决的高钛型钒钛精矿冶炼的技术难题，为

1970年 7月在攀钢建成第一座 1000 m3大型高炉

并投入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个时期的科技攻关中，化工冶金研究所

先后组织或参与了西昌、石景山等地的高炉冶炼

试验，为掌握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冶金

物理化学过程，寻求合理冶炼技术提供理论和实

验依据。主要工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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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工冶金研究所负责及参加攀枝花矿高炉冶炼试验项目一览[19] 

试验项目 试验地点 试验内容 试验时间 负责单位 参加单位 

石景山

17.5 m3高

炉冶炼试验 

石景山钢铁 

公司 

试验不同炉顶压力，不

同风温和不同湿度的

单因素和综合因素对

高炉产量和焦比的 

影响 

1965—1966.10 中科院化工冶金研

究所、石景山钢

铁公司 

四零公司、北京黑色冶金

设计院、重庆黑色冶金

设计院、西南钢铁研究

院西昌试验工作组 

攀枝花矿冶金

过程物理化

学研究 

 含二氧化钛 30%~50%

的高钛渣物理化学性

质的研究等 

1965—1966.12 中科院化工冶金研

究所、东北工学

院、钢铁研究院 

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

学院、鞍山黑色金属矿

山设计院、长沙有色金

属矿山设计院、西南钢

铁研究院、中科院地质

研究所、重庆大学、四

零公司、承德钢铁厂 

中型高炉“三

高”、原矿冶

炼试验 

昆明钢铁厂 具体建设内容和进度另

行安排 

文革开始未能 

进行 

中科院化工冶金研

究所、北京黑色

冶金设计院、昆

明钢铁厂 

武汉黑色冶金设计院、重

庆黑色冶金设计院 

西昌 28 m3高

炉冶炼试验 

西昌试验厂 进一步寻求合理的冶炼

技术等；探索含二氧

化钛 40%的高钛渣冶

炼技术等 

1966.1—1966.4 冶金工业部西昌试

验工作组、四零

公司 

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 

石景山 500 m3

高炉模拟 

试验 

石景山钢铁 

公司 

按选精矿铁粉 52%~ 

53%进行模拟试验以

验证小高炉冶炼试验

结果，为设计提供 

数据 

1966.8—10 冶金工业部西昌工

业试验组、石景

山钢铁公司 

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 

注：该表在相关参考文献和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科研档案基础上整理修订。 

3  攀枝花矿综合利用项目之化工冶金研

究（1973—2001） 

1972 年 9 月，根据冶金工业发展需求，结

合我国资源特点，中科院同意化工冶金研究所

恢复正常科研工作，因此科研人员很快投入到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的相关工作中。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攀枝花、包头、金川

被确定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直接领导下，聚集了

全国各方面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合力攻关。方毅

在部署第四年的工作报告中，形象地比之为“打

一个淮海战役”。他多次去攀枝花、包头和金川

实地调查 [7, 20]。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至 90 年代

初，攀枝花高炉生产克服了达产攻关阶段的泡

沫渣、粘罐、高铁损三大技术难题后，面临的

问题是巩固攻关成果，推广、开发应用新技术，

提升技术装备水平 [21]。 

1980年，郭慕孙和陈家镛一同当选中国科学

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们带领化工冶金研

究所科研人员，针对攀枝花技术需求，坚持围绕

复杂矿综合利用开展科技攻关。与此同时，化工

冶金研究所还与其他单位合作，持续开展了攀枝

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强化冶炼新技术的科技攻关。 

3.1  攀枝花铁精矿综合利用新流程的相关研究 

针对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铁精矿的钒总收率不

高，对进入炉渣中的钛未找到经济的回收技术的情

况，国内各家研究机构分别开展了直接还原铁精矿

综合回收铁钒钛的新流程研究，共试验了先提钒回

转窑还原法、后提钒回转窑还原法、竖炉还原法、

流态化还原法、外热焦炉式还原法等五种流程[15]。 

化工冶金研究所于 1973年接受了“流态化焙

烧还原钒钛铁矿”的任务，要求结合当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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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天然气还原铁精矿，用水力发电熔化焙砂，再

从熔渣中提取钒和钛。郭慕孙带领科研人员对流

态化还原的若干方面开展了试验研究，包括铁精

矿还原反应数据的获得和有关分析，以及可供应

用的两种流态化反应器的工程研究，如图 2所示。

第一种是气控式多层流态化床，第二种是快速流

态化反应器。流态化还原法的特点是将粉料精矿

直接送入还原反应器，将还原后的粉料焙砂，不

经压块制团，直接喷入电炉，熔化分离。这是一

个全部用粉料的流程。此外，对于流态化还原中

的失流以及熔砂的渣-铁分离和从熔渣中提取钒

钛，也进行了试验研究[22, 23] 。 

为提高攀枝花铁精矿中铁的还原程度，以便

更好地和钒钛分离，达到综合利用，实验证明必

须在 750℃以上进行还原，这样才有利于提高还

原反应速度和单程气体转化率，但流态化高温气

体还原攀枝花铁精矿时遇到了粘结失流的问题。

为防止失流，对攀矿试验添加了 MgCO3、MgO、

CaO、TiO2、纸浆液等添加剂。结果表明，含 MgO

的添加剂和纸浆液的效果最明显[23, 24]。 

此外，化工冶金研究所进行了外热焦炉式还

原法进行了研究，并与鞍山热能所、鞍山焦耐院

合作进行了扩大试验，得到金属化率为 87%~90%

（质量），含碳 1.0%~1.5%（质量）的球团[15]。 

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攀枝花钢铁冶炼新流

程——流态化还原法”和“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加

炭球团外热焦炉式直接还原”分获中科院重大科

技成果一等奖（1980年）。 

3.2  伯胺萃取钒及钒-铬分离的研究 

针对攀枝花红格矿区的矿石中含铬高的特

点，陈家镛直接领导于淑秋、孟祥胜等开展了“伯

胺萃取钒及钒-铬萃取分离”的试验研究，取得了

高效萃取分离钒-铬的效果，并对该体系的萃取反

应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伯胺溶剂

化萃取钒”的萃取反应机理，研究工作具有原创

性，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伯胺萃取钒及钒-

铬萃取分离”科研成果，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

成果一等奖（1980年）；“胺类溶剂化萃取及其与

中性钒萃取剂协同”科研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

三等奖（1987年）。 

3.3  提钒新工艺相关研究 

针对攀枝花含钒铁水中含硫高的情况，化工 

 

图 2  A 铁精矿综合利用原则流程 
（注：试验用A矿主要是纤维状的钛铁晶石，嵌布于氧化铁基体所组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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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研究所曹洪文等研究人员 1978 年开始研究

了含钒铁水钠化提钒新工艺。从含钒钢渣中回收

钒也是提高钒的回收率的一个途径，化工冶金研

究所杨守志、柯家骏等在碳酸化浸取工艺研究得

基础上开发了碳酸化提钒设备，破解攀钢等企业

在综合利用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难题，见表 2。 

3.4  钪在攀钢选冶过程中的走向及钪的提取

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地质部门发现攀枝花

红格矿区的矿石中含有稀土钪，方毅即批示化工

冶金研究所开展研究稀土钪在冶炼、选矿过程中

的走向以及钪的可能提取方法。1979—1982年，

在陈家镛的指导下，由柯家骏负责，组织所内有

关科技人员，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要承

担微量钪的分析检测）进行合作，开展了“钪在

攀钢选冶过程中的走向及钪的提取方法”研究，

发现正在开采的攀枝花矿区的钪含量比红格矿区

的更高。确定了钪在攀钢选冶过程中的走向之后，

决定从钛精矿氯化时的氯化烟尘中提取钪。在用

水浸取氯化烟尘后，用磷酸三丁酯（TBP）溶剂

萃取法富集与分离钪可得到纯度 99%或 99.5%的

氧化钪产品[25]。制备出的高纯氧化钪粉末产品是

制作固体激光材料用的主要原料。“攀枝花矿中钪

在选冶流程中的走向和冶炼提取”科研成果，获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2年）。 

3.5  制取钛白粉的研究 

钛白粉是钛工业得主要产品，在如何利用

攀枝花钛铁矿制取钛白粉得研究中，化工冶金

樑研究所郑国 、李晋林等进行了高频等离子气

相氧化法制取金红石型钛白粉的研究，在完成

实验室试验工作基础上，到天津化工厂进行了

工业性扩大试验取得成功。该成果获中科院重

大科技成果奖（1978 年）。 

3.6  高炉全钒钛磁铁矿冶炼的研究 

用普通高炉及其冶炼钒钛磁铁矿会产生料柱

透气性差、冶炼强度低下等困难，化工冶金研究

所李道昭、戚大光等为使高炉成为冶炼钒钛磁铁

矿的高效反应器而做了系列研究，通过破坏饼状

结构的软熔带以及控制渣中的低价氧化钛和

Ti(G,N)的浓度，以改善柱料透气性并使炉渣具有

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质，使高炉过程得以正常运行。

试验表明，只要选择合适的造渣制度以及控制炉

缸内钛的氧化和还原速度就可以实现高效反应。

此外，还与昆明冶金研究所、攀钢公司研究院、

攀钢 410 厂合作开展了 28 m3高炉酸性渣冶炼试

验，初步探索了硅石取代普通铁矿进行全钒钛矿

冶炼的工艺，试验表明用硅石等置换普通铁矿中

的 SiO2，可以实现全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作为

国家“八五”重点攻关课题，其研究结果在烧结、

炼铁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6]。经过长期协同攻 

 

表 2  化工冶金研究所提钒新工艺研究成果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研究成果 奖项 

攀钢含钒钢渣碳酸

化浸取提钒新 

工艺 

杨守志、柯家骏等 承担“碳酸化提钒浸取动力学”的试验研究和

“碳酸化浸取提钒设备”的设计研究，新开

发出碳酸化提钒设备，用于在南京铁合金厂

进行工业性试验。 

“含钒钢渣碳酸化浸取提钒及设备

研究”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

等奖（1979年） 

 

攀枝花含钒铁水钠

化处理提钒新 

工艺 

曹洪文、杨守志、

孔繁芬、蔡昭 

铃等 

歩在完成实验室试验工作基础上，进一 与攀钢

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在西昌 410厂的 28 m3

高炉现场进行含钒铁水钠化处理提钒的工

业性试验取得成功。 

“钠盐处理钒钛铁水提钒新工艺”获

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1981年） 

注：该表在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获奖成果档案基础上整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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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全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强化技术研究”获得

冶金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 

鉴于化工冶金研究所长期围绕攀枝花钒钛磁

铁矿综合利用开展科技攻坚取得的系列重要成

果，“钒钛磁铁矿高炉强化冶炼新技术”获得 1998

年冶金工业局（原冶金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

（图 3），“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强化冶炼新技术”

科技项目最终获得 199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参加该项目攻关的主要单位共 5 个，化工冶

金研究所是第四获奖单位，该项目是一个规模宏

大、历时较长、厂院联合攻关的结晶[27]。 

 

图 3  1998 年国家冶金工业局科技进步特等奖证书 
（注：该证书图片由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综合档案室提供） 

 

4  结语 

攀枝花钢铁企业是我国第一个完全依靠自己

力量建立起来的重要钢铁基地，对发展我国冶金

工业和西南地区建设以及巩固国防都有重大作

用。中科院对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之化工

冶金研究回顾，折射出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在推动国家重大资源开发利用上的责任与

担当，因为我国低品位多金属矿产资源的高效利

用是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的根基。 

自 1949年成立以来，中科院便兼具了全国学

术中心和影响重大科技事业决策两方面的作用，

过程工程研究所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各阶段开展的

工作，是中科院这两方面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客观体现。 

20 世纪 50 年代，中科院在制定国家重大科

技发展规划和学科部署上起主导作用。在冶金领

域，以叶渚沛为代表的科学家不仅在适合我国矿

产资源的冶炼新工艺方向上起到了引领作用，而

且通过直接参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有效

地推动攀枝花钒钛矿的开发和综合利用成为国家

层面的重大任务，与此同时叶渚沛亲手创建的化

工冶金研究所，一经成立便前瞻性地展开相关研

究工作，发挥了学术中心的职能。 

20世纪 60—80年代，以中科院、高等院校、产

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与国防研究机构为

主体的科研体系逐步形成和发挥作用。在国家科技

发展规划的布局下，围绕重大任务进行全国性的科

技协作攻关成为这一时期我国重大项目推进的主要

模式，攀枝花矿的开发和综合利用正是以这种举国

体制下的科技攻关模式展开的。这一时期，中科院

化工冶金研究所在国家任务的部署下，在攀枝花矿

冶炼工艺的试验和选择，铁、钒、钛综合利用的研

发等方面发挥了自身的学科优势，与企业和其他研

究机构密切配合，成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科技攻

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随着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化工冶金研究所于

2001年正式更名为过程工程研究所。在国家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过程工程研究

所针对攀钢等企业在资源深度利用、生态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在流态化焙烧、钒钛资源

利用、工业污水处理、农业生物技术等方面协同

合作，为企业在资源环境友好的深度开发上提供

科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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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不忘初心。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与攀枝花钢铁企业科技合作的实践，归根结底

体现了双方以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为宗旨的

初心和决心，叶渚沛、郭慕孙、陈家镛等老一辈

科学家和几代科学院人为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综合

利用所贡献的才智，是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真实写照，体现了

各个时期国家重大科技联合攻关的鲜明特征。也

充分体现了中科院作为“国家队”，心系“国家事”，

肩扛“国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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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esearch on Chemical 
Metallurgy from Panzhihua Mineral Resources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u Wei1, Fang Yibing2, Ke Jiajun1 

(1. Institute of Process Engineer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e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Panzhihua-Xichang region is one of the most abundant areas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Vanadium-titanium magnetite of this region is a typical metal-associated iron ore resource with a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value. Institute of Chemical Metallur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CM CAS, now Institute of 

Process Engineering, IPE CAS) conducted an important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esearch mission and suppo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anzhihua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base. CAS academician Yap Chu-Phay, the first director of 

ICM CAS, has been engaged in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esearch for a long time.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Conference in 1978,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esearch on Panzhihua mineral resources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research centers in China. As deputy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Fang Yi distributed rel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sks to many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of China. As national strategic 

streng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CAS in utilizing the major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through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operation of ICM CAS and Panzhihua (1958—

2001). From this case study, the paper reflects how Chinese state-run research institutions like IPE CA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o meet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58. 

Key Words: Panzhihua; vanadium-titanium magnetite; comprehensive utilizaton; chemical metallurgy 


